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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就业形态的就业质量，关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与就业优先两大战略能否实现协调发展。 基于

２０２３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本文使用回归分析和因果分析两类模型。 研究发现，尽管在总体就

业质量上，新业态与传统劳动者未表现出显著差异，但与后者相比，新业态劳动者在工作收入和工作满

意度上有显著优势，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上有一定劣势，而二者在工作时长、社会保险水平和就业稳定性

上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结论表明，新就业形态凭借市场化优势吸引劳动者进入，有助于带动提高全体劳

动者的平均工资水平和工作满意度，但因其快速发展所伴生的制度性保障短板，亟须相关部门与时俱进

地完善就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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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
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新华网，２０２４）。 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催生

出多种多样的新就业形态，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朱迪，２０２２）。 但一些研究指出，以互联网平台就业为

核心特征的新就业形态并未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崔岩，２０２１；丁守海等，２０２２），还可能对诸如外卖骑手

等从业者形成“数字控制”（陈龙，２０２０），使其“困在系统里”（赖祐萱，２０２０），并对中国就业正规化构成负面

影响（蔡昉，２０２３）。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当前大量劳动者自愿选择从事新就业形态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其

具有更高的就业质量（徐菁菁、都阳，２０２１）。
可见，学界普遍认为，新就业形态具有“就业蓄水池”功能，对于稳定和扩大就业规模具有积极作用

（敖蓉，２０２４），但对其能否促进我国就业高质量发展却存在较多争议。 出现争议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

三点：一是以何种标准来评价新就业形态的就业质量；二是新业态劳动者的比较对象是传统正规就业者还

是传统零工；三是基于特定新就业群体的研究能否代表新业态劳动者总体。 针对上述争议，本文使用全国代

表性数据，以“工作是否必须通过互联网平台完成”界定新业态劳动者（田志鹏、李晓菁，２０２３；万倩、冯帅章，
２０２３；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办公室，２０２５），将我国非农劳动者区分为新、旧两种就业形态，系统比较了

两类就业人员在总体和各个维度就业质量上的差异，以期更全面评估新就业形态对我国就业高质量发展的

影响。
１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１． １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概念与定义

新就业形态是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发展产生的就业新模式，该模式比传统稳定就业的劳动关系更加灵

活，但也不同于完全去组织化的传统灵活就业，是一种基于数据驱动和平台支撑的劳动者就业形态（于凤

霞，２０２０；莫荣，２０２０）。 新就业形态的典型特征是互联网平台化用工，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平台劳动者都没

有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 例如，作为典型的平台劳动者，外卖骑手在用工关系上主要分为两类：与代

理商或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专送骑手”，以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众包骑手”（罗斯琦、陈佳慧，２０２４）。
不仅是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业态劳动者中均有相当一部分人签订劳动合同，属于标准雇佣劳动

者（叶韦明、金一丹，２０２１；王永洁，２０２１）。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办公室（２０２５）发表文章指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

业的人员”。 因此，一些学术研究基于可获得的抽样调查数据，将“工作必须通过互联网平台完成”作为界定

新业态劳动者的操作化指标（杨伟国等，２０２１；田志鹏、李晓菁，２０２３；万倩、冯帅章，２０２３）。 针对外卖员、网
约车司机、快递员等特定群体的经验研究同样仅以职业身份筛选研究对象，而不考虑其在劳动合同、社会保

障等方面的情况（王永洁，２０２１；田志鹏，２０２２；朱迪等，２０２３；丁守海、冀承，２０２４）。 综上所述，基于理论与经

验研究的相关成果，本文将新业态劳动者定义为工作必须通过互联网平台完成的劳动者，将不属于上述标准

者定义为传统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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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就业质量研究的历史与当下

自国际劳工组织 １９９９ 年提出了“体面劳动”（Ｄｅｃｅｎｔ Ｗｏｒｋ）概念之后（ＩＬＯ，１９９９），劳动者个体就业质量

和经济体整体就业质量成为热点研究议题（ Ｊｏｈｒｉ，２００５），并提出多种测量指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对工作质量的测量侧重收入、保障和工作环境（Ｃａｚ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又如欧洲基金会提出的工作质

量指标关注工作环境、工作强度、劳动时间、社会环境、技能和自主性、收入和发展等维度（Ｅｕｒｏｆｏｕｎｄ，２０１７）。
基于我国国情，参考国外测量指标，国内研究也提出了若干测量就业质量的指标（赖德胜等，２０１１；人口和就

业统计司课题组，２０２０）。 例如，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课题组（２０２０）采用月平均工资、未充分就业

比例、超时工作比例、合同签订率 ４ 个指标构建就业质量指数。 不过，目前国内外就业质量的评估指标主要

参考二战后融合福利国家体系的工业化大生产体制，这些就业质量指标不完全适用于评价信息和数字经济

时代出现的新就业形态。
随着西方社会由工业社会步入后工业社会，特别是叠加全球化、信息化和金融化等趋势的影响，西方社

会对就业质量的考察也逐渐由关注劳动合约和就业保障转向工作自主性、劳动强度、失业风险和工作满意度

等更多维度（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２０１１）。 同时，雇佣关系的灵活化造成越来越多劳动者参加为居民而非工人建立的社

会保险，对现行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构成挑战（Ｌｕｎｄ，２０１２；Ｋ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因此，对于信息经济和

数字经济催生的新业态劳动者，仅以是否拥有劳动合同及其所附带要求参加的社会保险来评价其就业质量

可能陷入缘木求鱼的境地。
针对传统就业质量指标的不足，国内关于新就业形态的研究已开始探索新的指标。 这些研究在构建新

指标时较为一致的倾向是通过引入主观测量指标以弥补传统测量方式过度偏重客观指标的不足，特别是重

点关注工作满意度这一综合性的主观指标。 不过，不同研究的测量方式有所不同，例如，秦广强和林芸媛

（２０２４）重点关注了工作满意度、职业声望评价、职业前景评价 ３ 个维度的主观评价；丁守海和冀承（２０２４）以
能力提升、人际关系、归属感、受尊重程度、未来前景 ５ 个维度考察工作满意度。 尽管引入更丰富的测量指

标，这些研究的结论除肯定新就业形态客观收入较高外，基本认为新就业形态的就业质量一般。 而且，还有

研究进一步指出，所谓新业态的高收入是通过更长的劳动时间和更少的社会保障换来的（杨伟国等，２０２１）。
这些研究倾向于认为新就业形态只是劳动的组织方式与传统就业不同，但无法促进就业高质量发展。

此外，正如我国传统就业中存在着签订或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受雇者、劳务派遣员工、企业主、自营劳动

者、日结工等多种就业形式，新就业形态内部同样具有高度异质性。 例如，李培林（２０２３）指出“新就业群体”
内部分化大，既有新媒体人士、直播带货明星这种“新网富”，又有“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这
样的“新工人”。 秦广强和林芸媛（２０２４）基于北京新职业青年调查数据也部分验证了上述观点，发现新业态

青年劳动者内部呈现明显分化，独立文艺青年、网络文化青年就业状况更优，而网约车司机、配送员等平台经

济青年状况明显较差。
１． ３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对于新就业形态的就业质量比传统就业更高还是更低，学界存在较大争议，并且不同观点都得到一定的

实证数据支持。 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评价标准滞后，例如，仍旧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作为评价新业态

就业质量的核心标准；二是比较对象不清，例如，将“新网富”和工薪收入者比，或将“新工人”和“老工人”
比，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三是局部证据多于全局证据，例如，仅以骑手、网约车司机、直播“网红”等特

定职业群体或青年等特定年龄群体为分析对象。 因此，准确回答新就业形态对就业质量的影响要从丰富评

价标准、明确比较对象和展开总体分析三方面入手。
参考前文梳理的国内外就业质量指标相关成果，本文构建了由劳动合同、社会保障、劳动时间、工作收

入、工作满意度和就业稳定性六个维度组成的就业质量评估指标。 现有研究通常认为传统就业在前三项指

标更有优势，而新就业形态在后三项指标更有优势。 通过逐一比较两类就业在六个维度上的差异可以验证

上述判断是否成立。 此外，基于六项指标又可以生成一个总体就业质量指标，可以进一步比较两类就业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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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非农业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分析框架

体就业质量上的差异。 上述分析

框架如图 １ 所示。
在劳动关系方面，外卖骑手、

网约车司机等典型的新业态劳动

者与平台通常不存在标准的劳动

关系，而是一种“众包”的组织形

式（邱婕，２０２０）。 即使一部分新

业态劳动者可能与雇主签订了劳

动合同（王永洁，２０２１；罗斯琦、陈
佳慧，２０２４），也可以预期该群体

在平台化用工模式影响下的劳动

合同签订率低于传统劳动者。 据

此，本文提出假设 １：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新业态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有编制的可能性低于传统劳动者。
劳动合同不仅意味着雇主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还意味着雇主有法定义务为受雇者缴纳“四险

一金”这一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险。 有研究就指出，平台劳动者选择以高工时、低保障换取更高的到手收入

（杨伟国等，２０２１）。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２：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新业态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水平不及传统劳

动者；假设 ３：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新业态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多于传统劳动者。
当然，在我国这样一个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中，如果新业态的就业质量全方位落后于传统就业，那么

劳动者从传统就业向新业态转移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２０２３）报告显示，新业态劳动者以男性和青壮年为主。 从现实看，提供更高的工作收入是新就

业形态吸引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式（徐菁菁、都阳，２０２１），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４：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新业

态劳动者的月平均收入高于传统劳动者。
新就业形态对劳动者的吸引不只体现为工作收入高，可能还具备工作时间自由、工作方式灵活、工作自

主性强等独特的优势，以及其他一些尚未完全识别的优势。 因此，对于尚在发展中的新就业形态，单一的主

客观指标很难识别其优势，但新就业形态在总体的工作满意度这一指标上可能有一定优势。 如果新业态比

传统就业更让劳动者满意，那么这意味着新业态可能在某些目前难以测量的潜在维度上提升了劳动者的就

业质量。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５：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新业态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优于传统劳动者。
在工作日趋不稳定的背景下，与失业本身相比，对失业的担忧可能更令人困扰（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２０１８）。 诸如

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典型的新业态劳动者通常被认为失业风险很低。 但新业态劳动者也会遇到平台企业基

于合作协议封号、限制接单等情况，如果严重违反行业规范，还可能被纳入地域性的黑名单或全网封禁，这是

新就业形态下特殊的失业形式。 不过，总体而言，新业态劳动者可能比小店主、建筑工人、流水线工人、季节

性零工等传统劳动者更不容易失业。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６：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新业态劳动者预期未来 ６
个月内失业的可能性低于传统劳动者。

最后，已有研究更倾向于认为新就业形态总体就业质量不高（丁守海等，２０２２；丁守海、冀承，２０２４；秦广

强、林芸媛，２０２４），这意味着即使新就业与传统就业在不同就业质量维度上可能各有优劣，但综合来看，前
者总体就业质量仍不及后者。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７：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新业态劳动者总体就业质量可

能低于传统劳动者。
２　 数据、变量和方法

２． １　 数据和样本

本文使用 ２０２３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ＣＳＳ）数据，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

会学研究所组织实施，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覆盖了 ３１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具有较好的全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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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本文以 ６０ 岁以下且在调查时点从事非农工作的个体为研究对象。 基于上述两项标准，从原始数据的

１３０３５ 个样本中筛出 ５６４４ 个样本；进一步剔除 ２９４ 个因拒绝回答工作收入或工作收入为 ０ 的样本，再删除

２４８ 个因其他分析变量有缺失值的样本，最终有效分析样本为 ５１０２ 个。
２． ２　 变量

自变量为就业形态，该变量为虚拟变量，取值 １ 为新就业形态，取值 ０ 为传统就业。 ２０２３ 年 ＣＳＳ 问卷询

问受访者主要非农工作“是否必须通过互联网平台完成（如外卖平台、网约车平台、直播平台、微信微商平台

等）”。 基于前文说明，本文将选择“是”的受访者界定为新业态劳动者，其他则为传统就业劳动者。
因变量为劳动合同签订状况、社会保险水平、工作时长、工作收入、工作满意度和就业稳定性。 变量操作

化如下：（１）劳动合同签订状况为虚拟变量，取值 １ 为签订劳动合同、人事合同或者属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编内人员，取值 ０ 为其他情况；（２）社会保险水平为连续型变量，居民养老保险、居民医疗保险赋值 １，职工养

老保险、职工医疗保险赋值 ２，工伤保险、失业保险赋值 １，以简单加总形式衡量受访者目前的社会保险水平，
取值 ０ 为无任何保险，取值 ６ 为有全部职工“四险”；（３）工作时长为连续型变量，以月平均工作小时数测量；
（４）月收入对数为连续型变量，以工作获得的工资、薪金、奖金、提成、经营纯收入和其他收入的月平均值的

对数值进行测量；（５）工作满意度为连续型变量，以受访者对目前工作的总体满意度评价测量，取值 １ ～ １０；
（６）为反映变量对应的真实情况，就业稳定性为虚拟变量，以受访者预期未来 ６ 个月内失业的可能性衡量，
认为“一般”“不太可能”和“完全不可能”者界定为比较稳定，赋值 １，认为“完全有可能”或“有可能”者界定

为不太稳定，赋值 ０。
上述六个因变量可以综合成一个总体就业质量指标。 由于工作时长并非一个单调正向指标，故此处

将月平均收入与月平均工时相除得出月平均小时工资，并取对数得到小时工资对数；除该变量外，劳动合

同为虚拟变量，取值 １ 为更优；社会保险取值 １ ～ ６，工作满意度取值 １ ～ １０，数值越高，工作质量越高；为
充分反映内部差异，此处将就业稳定性重新定义为五级连续变量：将“完全有可能”至“完全不可能”分别

赋值 １ ～ ５，数值越高，就业越稳定。 通过上述操作化，五个指标均已完成正向处理。 在指标生成方面，将
五个指标标准化为取值 ０ ～ １ 的变量，并分别使用以下两种方式生成总体指标：（１）计算五个指标的算术

平均值，并将其转换为一个取值 １ ～ １０ 的变量，即“简单平均总体”；（２）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五个指标进

行降维，结果显示在两个特征值大于 １ 的主成分中，第一和第二主成分分别解释了总方差的 ３８． ８５％ 和

２２. ２２％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６１． ０７％ ，表明数据结构较为复杂，没有一个单一的维度能够主导全部变异。 这

也意味着分析具有现实意义的就业质量维度比抽象地分析总体指标可能更具合理性。 不过，尽管存在上述

不足，本文参考常见处理方式，将第一主成分作为总体就业质量的综合指标，并将其转换为一个取值 １ ～ １０
的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兼业（是否同时务农）、兼职（是否从事多份非农工作）、主观工作技能水平、性别、年龄、受
教育年限、户口、婚姻状况、政治面貌、人口流动状况、身体健康状况、六大区域。 其中，主观工作技能水平区

分为四个等级，取值 １ ～ ４，分数越高，技能水平越高；农业户口包括户口登记在村委会的居民户口；婚姻状

况简化为两类，在婚包括初婚有配偶和再婚有配偶两类，其他均为未在婚；身体健康状况为受访者自评，
取值 １ ～ １０，分数越高，状况越好。

上述变量分两种就业类型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１。 从结果看，与传统就业相比，新就业形态的就业质量

在各个维度及总体就业质量上均有一定的优势，这可能与新业态劳动者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技能水平更

高有关。 准确评估新就业形态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平均净效应或因果干预效应需要做进一步的模型分析。
２． ３　 模型方法

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拟合自变量与连续型因变量的线性关系，使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拟

合自变量与虚拟型因变量的线性关系。 由于上述两类模型无法有效处理样本选择性问题，而新业态劳动者

与传统劳动者又可能属于异质性很强的两类群体，故本文进一步使用倾向值匹配分析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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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Ｎ ＝５１０２） 　
变量 传统 新业态 变量 传统 新业态

就业形态 ８８． ４６ １１． ５４ 户口

签订劳动合同情况 　 非农业户口 ３６． ４７％ ３７． ５２％
　 签订劳动合同或有编制 ４１． ５７％ ４７． ２０％ 　 农业户口 ６３． ５３％ ６２． ４８％
　 其他 ５８． ４３％ ５２． ８０％ 婚姻状况

社会保险水平 ３． ２５ ３． ６８ 　 未在婚 ２０． ０１％ ３１． ２４％
每月平均工作小时数 ２０８． ２９ ２０３． ９７ 　 在婚 ７９． ９９％ ６８． ７６％
月平均收入 ６３１６． ２８ ９２４３． ０９ 政治面貌

月平均收入对数 ８． ３６ ８． ６７ 　 非中共党员 ８６． ６４％ ８４． ０４％
工作满意度 ７． ４５ ７． ６５ 　 中共党员 １３． ３６％ １５． ９６％
就业稳定性 人口流动

　 不太稳定 ２７． ４８％ ２３． ７７％ 　 未离开户籍所在县 ／市 ／区 ７８． ０６％ ６７． ７４％
　 比较稳定 ７２． ５２％ ７６． ２３％ 　 省内跨县 ／市 ／区流动 １２． ０５％ １５． ６２％
简单平均总体就业质量 ６． ０９ ６． ４６ 　 跨省流动 ９． ８８％ １６． ６４％
主成分总体就业质量 ５． ８５ ６． ２８ 六大区域

兼业情况 　 华北 １１． ７０％ ７． ４７％
　 只从事非农工作 ７８． １７％ ８６． ７６％ 　 东北 ６． ３６％ ６． ７９％
　 从事非农做，也务农 ２１． ８３％ １３． ２４％ 　 华东 ３４． ９９％ ４１． ７７％
兼职情况 　 中南 ２８． ９４％ ３０． ２２％
　 只有 １ 份非农工作 ９５． ９５％ ９２． ３６％ 　 西南 １１． ７２％ ９． ８５％
　 有多份非农工作 ４． ０５％ ７． ６４％ 　 西北 ６． ２９％ ３． ９０％
性别 主观工作技能水平 １． ９５ ２． １０
　 男性 ５３． １４％ ４７． ８８％ 年龄 ４１． ７１ ３６． ２６
　 女性 ４６． ８６％ ５２． １２％ 受教育年限 １１． ２８ １３． １８

身体健康状况 ７． ５７ ７． ６５
　 　 注：表中汇报值为均值或百分比。

３　 研究发现

３． １　 不同就业形态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

表 ２ 呈现了以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工作时长、工作收入、工作满意度、就业稳定性、简单平均总体就业质

量、主成分总体就业质量为因变量的模型分析结果。 除就业类型这一核心自变量和前文所述控制变量外，各
模型基于因变量的特性依实际情况还纳入部分就业质量维度作为控制变量，具体见模型结果。

以劳动合同签订状况为因变量的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新就业形态的系数为 －０． ２６４（ｐ ＜０. ０１），
支持假设 １。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新业态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优势比为 ０． ７６８（ ＝ ｅ － ０． ２６４），即其签

订劳动合同的优势是传统劳动者的 ０． ７６８ 倍。 这表明，新业态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相对优势显著低于传

统劳动者，与预期一致。
以社会保险水平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新业态劳动者的系数为 ０． ０４０（ｐ ＝ ０． ５７０），表

明两类劳动者无统计显著差异，未支持假设 ２。 通常认为新业态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水平更低，但本分析未发

现支持该观点的证据。 原因有二：其一，本文对社会保险水平的测量同时考虑了居民医疗保险和居民养老保

险，而非只考虑职工“四险”，新业态劳动者可能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而在后者表现出劣势，但因其较高的平

均收入可能在前者表现出一定优势；其二，传统就业中同样存在大量缺乏社会保险的灵活就业者，一部分签

订劳动合同的就业者未必按照法定要求缴纳职工“四险”。
以平均每月工作小时数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新业态劳动者的系数为 － ３． ４４９（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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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３５５），表明两类劳动者无统计显著差异，未支持假设 ３。 通常认为新业态劳动者存在超时劳动问题，但本分

析未发现其平均工作时长显著高于传统劳动者，说明超时劳动可能并非新业态的普遍现象。 此外，传统就业中

的个体工商户、流水线工人等同样可能存在超时劳动，这可能是两类劳动者平均工时无显著差异的原因之一。

表 ２　 估计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回归模型（Ｎ ＝５１０２） 　

变量 劳动合同 社会保险 工作时长 工作收入
工作

满意度
就业

稳定性
简单平均

总体
主成分
总体

新就业形态 － ０． ２６４∗∗ ０． ０４０ － ３． ４４９ ０． １３０∗∗∗ ０． １９９∗ － ０． ０２９ － ０． ０７７ ０． ０１２
签订劳动合同或有编制 １． ７６８∗∗∗ － １０． ３３０∗∗∗ － ０． ０５７∗ ０． ２２２∗∗ ０． ３１６∗∗∗

社会保险水平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４∗ ０． １００∗∗∗

工作时长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月收入对数 ０． ２３４∗∗∗ ０． １４２∗∗∗ ０． ２４７∗∗∗

工作比较稳定 １． １１２∗∗∗

同时务农 － ０． ５９３∗∗∗ － ０． ２１４∗∗ － １９． ５６０∗∗∗ － ０． ２３１∗∗∗ ０． ０４４ － ０． ２７１∗∗ － ０． ５４６∗∗∗ － ０． ４９１∗∗∗

有其他兼职 － ０． ３４５∗ － ０． ２１１∗ － １２． ５０４∗ ０． ０５２ － ０． ０９８ － ０． １９４ － ０． ２９６∗ － ０． ２０６∗

工作技能水平 ０． ２８６∗∗∗ ０． １１８∗∗∗ － ０． ８４５ ０． １４２∗∗∗ ０． １２４∗∗∗ ０． ０６７ ０． ３３３∗∗∗ ０． ３２３∗∗∗

女性 ０． １０９ ０． １１０∗ － ６． ６６６∗∗ － ０． ３９１∗∗∗ ０． ２７１∗∗∗ ０． ４０８∗∗∗ ０． １５８∗∗ － ０． ００７
年龄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０∗∗∗ － ０． ８４１∗∗∗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３∗∗∗

受教育年限 ０． ２１２∗∗∗ ０． １５２∗∗∗ － ２． ６５３∗∗∗ ０． ０３９∗∗∗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４ ０． １９６∗∗∗ ０． １８４∗∗∗

农业户口 － ０． ４７３∗∗∗ － ０． ５０２∗∗∗ ５． ２１３ － ０． ０９４∗∗∗ ０． ０８３ － ０． ０１９ － ０． ５４６∗∗∗ － ０． ５１２∗∗∗

在婚 － ０． １９２∗ ０． ２４１∗∗∗ １１． ８０４∗∗∗ ０． ０９５∗∗∗ ０． １４３ －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６０
中共党员 ０． １７２ ０． １０４ － ０． ６７７ ０． ０４０ ０． ３９２∗∗∗ ０． ７７７∗∗∗ ０． ４９２∗∗∗ ０． ３９８∗∗∗

身体健康状况 ０． ０３９∗ ０． ０１２ １． ０３９ ０． ０２２∗∗∗ ０． ３０４∗∗∗ ０． １３９∗∗∗ ０． １５８∗∗∗ ０． １３２∗∗∗

人口流动

　 省内流动 ０． ０３６ ０． １２４ １． ５３９ ０． １３６∗∗∗ － ０． ０７０ － ０． ０８８ ０． ０８８ ０． １３４∗

　 跨省流动 ０． ４４２∗∗∗ ０． １１９ １９． １３４∗∗∗ ０． ３７６∗∗∗ － ０． ０３５ － ０． ０８８ ０． ３７５∗∗∗ ０． ４２２∗∗∗

区域

　 东北 － ０． ２４８ － ０． １４７ ３． ０５４ － ０． １８８∗∗∗ － ０． １０２ － ０． １３１ － ０． ３０６∗ － ０． ３２４∗∗

　 华东 ０． ２１８ ０． ０９８ － ４． ２５９ ０． １３９∗∗∗ － ０． ２３６∗ － ０． １１１ ０． １３２ ０． １６３∗

　 中南 ０． ０７９ － ０． ０３２ － ８． ３６８∗ － ０． ０３０ － ０． ３２３∗∗ － ０． １０２ － ０． ０８７ － ０． ０７４
　 西南 ０． １７０ ０． １０７ － ４． ６９６ － ０． ０５５ － ０． １９１ － ０． ２１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７
　 西北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９７ １３． ５０１∗ － ０． ０６７ ０． ０４１ － ０． １９４ － ０． ０７９ － ０． １１４
截距 － ２． ８０２∗∗∗ － １． ７４３∗∗∗ ２８７． ５０∗∗∗ ７． ６０４∗∗∗ ２． ２３５∗∗∗ － ２． ８５７∗∗∗ ２． ２３４∗∗∗ ２． ３４４∗∗∗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２８２１． ５７３ － ２７３４． ７８７
Ｒ２ ０． ４７６ ０． ０４１ ０． ３３６ ０． １７８ ０． ３４７ ０． ３９３
　 　 注：①除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 Ｒ２ 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的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外，表中所列均为模型系数；②各变量参照类：同时
务农为只从事非农工作；有其他兼职为只有 １ 份非农工作；人口流动为未离开户籍所在县 ／市 ／区；区域为华北；③∗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以月收入对数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与传统劳动者相比，
新业态劳动者的月收入对数平均高 ０． １３０（ｐ ＜ ０． ００１），支持假设 ４。 该系数表明，与传统劳动者相比，新业

态劳动者的月收入平均高约 １３． ８８％ （ ＝ ｅ０． １３０ － １）。
以工作满意度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与传统劳动者相比，

新业态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平均高 ０． １９９ 分（ｐ ＜ ０． ０５），支持假设 ５。 这一结果可能反映了新业态劳动者拥

有某些未被本研究客观指标完全捕捉的就业优势（如灵活性、自主性等），这些优势最终体现在更高的工作

满意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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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业稳定性为因变量的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新就业形态的系数为 － ０． ０２９（ｐ ＝ ０． ７９３），
表明两类劳动者无统计显著差异，未支持假设 ６。 这意味着两类劳动者对未来 ６ 个月失业的主观预期无明

显差别，即新业态并不会显著改变劳动者的主观失业风险。
以简单平均总体就业质量指标和主成分总体就业质量指标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在

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新业态劳动者的系数分别为 － ０． ０７７（ｐ ＝ ０． ３０８）和 ０． ０１２（ｐ ＝ ０． ８５７），均未达到统

计显著水平，未支持假设 ７。 前文分析显示，传统就业者在劳动合同签订上具有优势，而新就业形态者在工

作收入和工作满意度上具有优势。 这些正负效应相互抵消，可能是两类就业在总体就业质量上未表现出统

计显著差异的重要原因。
３． ２　 敏感性检验：倾向值匹配分析

由于新业态劳动者和传统劳动者可能属于异质性很强的两类群体，而回归分析无法完全解决样本选择

性问题，故本节使用倾向值匹配分析这一因果推断方法进一步检验上文结论的稳健性，结果见表 ３。 从全部

８ 个模型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图看，在每个模型中，传统劳动者与新业态劳动者在进入新就业形态的倾向性上

均有十分明显的差别，意味着两类劳动者有很强的异质性，而在匹配后均较好地解决了样本选择性问题。

表 ３　 两类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倾向值匹配分析（Ｎ ＝５１０２） 　
模型 平均干预效应 稳健标准误 显著性 ９５％置信区间

劳动合同 ０． ００３ ０． ０３６ ０． ９２８ － ０． ０６７ ～ ０． ０７４
社会保险 ０． １６８ ０． １１４ ０． １３９ － ０． ０５５ ～ ０． ３９１
工作时长 ０． １２４ ５． ８８１ ０． ９８３ － １１． ４０２ ～ １１． ６５０
工作收入 ０． １２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７ ～ ０． ２１７
工作满意度 ０． ３９７ ０． １２５ ０． ００２ ０． １５１ ～ ０． ６４２
就业稳定性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４ ０． ３４３ －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６９
简单平均总体 ０． ０５４ ０． １５５ ０． ７２８ － ０． ２４９ ～ ０． ３５７
主成分总体 ０． ０９７ ０． １３３ ０． ４６９ － ０． １６５ ～ ０． ３５８

　 　 注：平均干预效应均为新业态劳动者相对传统业态劳动者的差值。

从表 ３ 结果看，只有假设 ４
和假设 ５ 得到证实（ｐ ＜ ０． ０１），
且系数方向与假设一致。 倾向

值匹配分析显示，对于各方面十

分相似的劳动者，新业态工作的

月收入对数平均干预效应为

０. １２７，即新业态劳动者的月收

入比传统工作平均高出 １３． ５４％
（ ＝ ｅ０． １２７ － １），与回归分析预测

的 １３． ８８％ 接近；从事新业态工

作的工作满意度比传统工作平均高出 ０． ３９７ 分，高于回归分析预测的 ０． １９９ 分。 此外，全部 ６ 个分项指标和

２ 个总体指标的平均干预效应均为正向，这意味着劳动者从传统就业转向新就业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就业

质量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以劳动合同为结果变量的倾向值匹配分析模型未支持假设 １，这与前文回归分析

结果不一致。 基于两类模型的分析逻辑，可能的解释是新业态劳动者中签订劳动合同的平均比例固然低于

传统劳动者，但这些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新业态劳动者即使未从事新职业，其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同样很低。
换言之，新就业形态可能不成比例地从传统就业中吸纳了那些本就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 当然，这也确

实意味着以服务业为主的新就业形态创造的就业岗位更难纳入既有的劳动合同法律框架内。
４　 结论与讨论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当前中国两大战略性工作。 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容

之一，数字经济催生的新就业形态究竟是提高还是降低我国的就业质量是关系上述两大战略能否协调发展

的一个重要问题。 全面认识新兴事物需要积累更多数据和信息，进而从实际工作状况而非理想的工作状况

出发作出科学判断。 本文基于 ２０２３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使用回归分析和因果分析两类模型研究

发现，新业态劳动者比传统劳动者工作收入和工作满意度更高，但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上可能不及后者，二者

在工作时长、社会保险水平和就业稳定性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由于新业态劳动者与传统劳动者在不同就业

质量维度上各有优劣，二者在总体就业质量上未表现出统计显著差异。
在新就业形态出现以前，学界主要关注我国就业正规化进程（胡鞍钢、赵黎，２００６；黄宗智，２００９）。 在我

国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衡量就业是否正规的核心标准就是劳动者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而正规就业在相当长

时期内被视为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标志。 不过，应当看到上述框架主要适合分析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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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服务业要求更加灵活的劳动力（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２０１８）。 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我国，都面临就业日趋不稳

定的情况，签订一份劳动合同主要是用于明确雇佣双方的法定权利义务关系，而非一份终身工作的承诺

（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２０１１；刘爱玉、刘继伟，２０２０）。 因此，从产业与就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传统的就业正规化标准面

临持续挑战，而新就业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上述进程，这也意味着评估新情况下的就业质量需要考虑更

多因素。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为关于新就业形态就业质量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并系统比较了新

业态劳动者与传统劳动者在不同维度上就业质量的差异。 基于这一框架的分析表明，使用局部样本研究所

发现的新就业形态就业质量更低的观点无法得到更具代表性样本的证实。 而且，通常认为的新业态劳动者

“以保障换收入”也未得到数据支持，新业态劳动者更高的工作收入并非是牺牲社会保险换来的。 出现上述

观点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只看到了新业态劳动者更低的职工“四险”参保率，却未意识到同样这一批劳动者在

从事传统工作时也未拥有这些保险。 更合理的结论应是，新业态劳动者更高的工作收入并未明显提升其工

作正规性和职工“四险”参保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全球最庞大的自由流动的统一劳动力市场，为各层次劳动者提供了日趋

丰富多样的就业机会。 本文结论表明，至少从一些维度看，包括新就业形态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具有促进高质

量充分就业的巨大潜能，但就业结构快速向服务业转型势必也对就业保障提出一系列新的挑战。 当然，本研

究仅在总体上比较了新业态劳动者与传统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二者内部子群体的比较有待进一步展开。 此

外，新业态在部分就业质量维度上出现的优势是劳动力市场调整的短期后果，还是长期的结构性差异也有待

使用趋势性数据检验。 总之，关于新就业形态的研究应将其置于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而
非孤立看待，并将针对特定群体的质性分析与针对总体的结构性量化分析结合起来，如此才能更加全面、科
学地评估新就业形态对我国就业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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